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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章】 

从“帝国之眼”到疆界之辨 1 
 

章永乐  

 

“门罗主义”是当今国际政治思想领域的“头等问题”。不理解“门罗主义”解释的演变以
及其根本思维方式，我们就很难深入理解美国从一个新建的国家到区域霸权再到全球霸权的整个
过程，难以深入把握我们所处的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一般读者熟悉的“门罗主义”，是聚焦于“西
半球”空间的“门罗主义”，但事实上，美国“越出”西半球，走向全球霸权，也离不开“门罗
主义”的话语运用。 

章永乐，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美国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2008）。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
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 

 

第一问 

新书《此疆尔界》考察了美国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这个对国际秩序有深远影
响的政治概念，并从全球史视角，梳理了“门罗主义”的话语谱系。一开始是什么契机，让您对
“门罗主义”这个论题产生兴趣的？ 

章永乐：我的研究其实是先被当代问题激发，再回溯历史。特朗普上台以来，我们可以明显

感受到美国执政精英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焦虑，担心其他国家在国际层面“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

路可走”（感谢小沈阳的格言句式给我的启发）。特朗普政府加强对拉美国家内政的干涉，并公

开警告它们不要和中俄两国走太紧，公开赞扬“门罗主义”。但仅仅几年之前，奥巴马政府的国

务卿约翰·克里曾宣布“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终结”。这就让我思考一个问题：美国在拉美地区对

中俄的拒斥态度，究竟应该怎么放到美国的外交传统里来理解呢？在 2018 年初，我开始了对“门

                                                        
1 三联学术通讯https://mp.weixin.qq.com/s/VHRXtYNgd-Z6Q02kdHDcPQ（202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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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主义”的研究，研究的盘子越来越大，到了 2019 年 12 月，就有了一份 14 万字的书稿，刘小

枫老师组织了一个研讨会来讨论这份书稿，师友们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让我受益匪浅。 

2020 年 1 月初，我去了法国南特高研院访学，在那里继续修改书稿。不久，全球爆发新冠

疫情，法国在 3 月份进入封城状态。一切公共活动都停顿下来了。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可

以看到各种物理边界都被激活，大家相互疑惧，保持“社交距离”；同时被强化的也有各种群体

的身份认同的边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互“甩锅”、污名化、找“替罪羊”的现象，许多海外

中国人非常担心自己成为种族歧视、种族迫害的对象。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还认为“世界是平的”

了。我们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热衷于拉小圈子，建小群，把不信任的“群友”

踢出去，这种“圈子化”已经影响到了供应链、技术标准、互联网秩序等方方面面，而这与区域

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的空间观念多少具有某种共通性。这让我意识到，有必要从“空间政

治”的高度来思考“门罗主义”及其全球传播，这样，我们不仅能够理解过去的“此疆尔界”，

也可以更积极地思考未来“此疆尔界”的形态。 

当然会有人问：你一个中国人，怎么会一开始对美国与拉丁美洲区域的关系感兴趣呢？简单

的回答就是，我在美国洛杉矶住过五六年，有一年就是住在拉丁裔社区里，周边到处是墨西哥与

古巴移民，满耳朵听的是西班牙语；我经济上最拮据的时候，中饭吃最便宜的墨西哥卷饼

（Burrito），吃了一年；在学校的理发店，给学生理发的也是一个墨西哥大妈；听比较政治学的

课，也听了不少拉美的案例，以及以拉美区域研究为基础的理论。可以说，是早年这些生活经验

让我克服了对拉美区域的陌生感，让我能够以它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进行一些理论思考。在我的

第二本书《万国竞争》中，我也探讨了康有为在墨西哥开银行的经历，以及康有为对美国总统制

移植到拉美产生种种军人独裁现象的论述。 

第二问 

“门罗主义”原本是极具地域特色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它是如何影响到中国的历史命运？ 
章永乐：研究“门罗主义”的全球传播史和接受史，就是凝视美国的“帝国之眼”（我在后

记里说，这是一本“凝视深渊”的书），同时思考这种目光为何具有如此大的“传染性”。美国

的“门罗主义”话语能够影响近代的德、日两国，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德、日两国有建构区域

霸权的资本，它们的精英在与美国交往中，发现可以模仿“门罗主义”的区域霸权解释来拒斥美

国在“越出西半球”之后对它们的干涉与抑制。但近代中国不仅失去了朝贡体系，自己也沦为半

殖民地，根本没有建构区域霸权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之下，“门罗主义”话语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影响中国呢？《此疆尔界》最后两章讨论了“门罗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史，大致可以

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门罗主义”如何从“超国家”的空间层面“下行”，走到省域乃至省

域以下，于是有了“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这样的口号，我称之为“省

域门罗主义”，它在象征符号层面强化省域边界的政治意义，甚至赋予省域一种半神圣的法律人

格，排斥外省势力乃至掌握中央政权的势力对省域事务的参与或管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近代

美日两国的对华政策，有很多是具有“门罗主义”修辞或思维背景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近

代精英人士也会在“超国家”层面对美国与日本的“门罗主义”作出自己的回应。 

美国的“门罗主义”进入汉语世界的途径本身就非常有意思。《此疆尔界》梳理了较早时候

传教士和在华英文报纸对于门罗总统及其主张的介绍，这些介绍并没有引起中国士大夫的集中关

注。1898 年，美国打赢美西战争，并着手镇压菲律宾人的反抗，日本舆论界担心西方列强瓜分

亚洲，而当时的日本已经出现了“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的结合，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

大讲“黄白种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这个舆论气候影响到了当时的旅日中国精英。梁启

超领导的《清议报》团队在“门罗主义”的传播当中发挥了先锋的作用，尤其是欧榘甲，在观察

菲律宾的抗美斗争过程中，仿照“门罗主义”的口号“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概括出“菲律宾

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这个说法，进而在其《新广东》中提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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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东人之广东”两个反满口号。杨毓麟模仿《新广东》作《新湖南》，鼓吹“湖南为湖南人之

湖南”。旅日精英相互影响，形成了很多反满的地方主义论述。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派最后

接受了“五族共和”，反满主义衰落了，但地方主义却持续发展，“门罗主义”话语成为地方实

力派对抗中央政府和其他省份的政治势力的重要话语工具。美国在一战期间的在华宣传，让“门

罗主义”以及威尔逊的新解释获得广泛传播，于是在后来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

“省域门罗主义”话语风起云涌。《此疆尔界》总结了二十多种“省域门罗主义”或类似于“省

域门罗主义”的表述，比如说湖南有“湖南门罗主义”，广东有“广东门罗主义”，奉天有“奉

天门罗主义”，云南有“云南门罗主义”。有些省份的本地精英即便不是直接主张本省的“门罗

主义”，也往往提出“X 人治 X”的口号，要求由本省人担任军政和民政领导，驱逐外省籍长官，

排斥中央政府的干涉，同时在军阀的混战之中，保持中立，保境安民。但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国

民革命的启动，国共两党都认为“联省自治”的道路已经走不通，通过革命重新统一全国才是正

途。到了 30 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地方实力派以“保境安民”为由闭关自守，不配合抗

战大局，更进一步失去了正当性，“省域门罗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此疆尔界》最后一章梳理了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对“超国家”层面的“门罗主义”的回

应。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时候，有许多中国精英被美日两国的“门罗主义”所吸引，然后经历

了一个逐渐祛魅的过程。我讨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对日本“门罗主义”的祛魅，康对日本

观感的变化与日本政府面临清廷压力，拒绝给他支持有关；孙中山对日本观感的变化则与日本政

府在袁世凯死后支持段祺瑞政府有关；梁启超对日本“门罗主义”的祛魅则基于他在数年内对于

“帝国主义”的孜孜不倦的思考。我探讨了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为了获取美援，区分美国的“门

罗主义”与日本的“门罗主义”的话语策略，也讨论了国家主义思想流派“战国策派”对“门罗

主义”与全球秩序未来的看法。全书最后讨论的人物是李大钊。李大钊在东渡日本之前就已经开

始批判日式“门罗主义”，此后一直不断对日式“门罗主义”加以揭露。他还是第一个把超国家

的“门罗主义”和民国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放在一起，揭示其共同原理并加以批判的作者。

在国际层面，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提出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大相径庭的“新亚细亚主义”，

主张区域内各个国家和民族基于自愿联合形成区域联盟，最后在区域联盟的基础之上，完成全世

界的联邦化。李大钊的主张，是旗帜鲜明的反帝主张，同时也没有像梁启超或“战国策派”一样，

想象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秩序的复活。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话语资源。 

第三问 

为什么“门罗主义”可以成为当今国际政治思想领域的“头等问题”？在“疫情”的时代
背景下，“门罗主义”对美国当代的国际政策具有怎样的内在影响？ 

章永乐：刘小枫老师在封底推荐语中指出，“门罗主义”是当今国际政治思想领域的“头等

问题”。我完全认同这个判断。不理解“门罗主义”解释的演变以及其根本思维方式，我们就很

难深入理解美国从一个新建的国家到区域霸权再到全球霸权的整个过程，难以深入把握我们所处

的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一般读者熟悉的“门罗主义”，是聚焦于“西半球”空间的“门罗主义”，

但事实上，美国“越出”西半球，走向全球霸权，也离不开“门罗主义”的话语运用。比如西奥

多·罗斯福在解释美国在中国实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时候就说，如果说“门罗主义”旨在阻

止欧洲列强在美洲获得新的领土，“门户开放”旨在阻止它们在中国获得新的领土。而威尔逊

1917 年对“门罗主义”的全新解释，更是去除了“西半球”的空间限制。 

但是，威尔逊对“门罗主义”的重新解释，并没有改变“门罗主义”的根本思维方式。在区

域霸权阶段，美国将拉丁美洲界定为一个奉行共和政治原则、保留了更为积极的西方文明精神的

空间，将欧洲列强视为腐败专制的力量，进而以排斥欧洲列强干涉的名义，来对拉丁美洲国家的

内政进行干涉。在下一个阶段，美国在全球的范围内，界定全球空间的“同质性”，排斥其眼中

那些“异质性”的因素。它在话语层面主张尊重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选择自己道路和政治制度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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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但它实质上又会预设，如果被给予真正的选择权，每个国家和民族自然会选择接近于美国的

道路与制度，如果没有这么做，那就有可能受到了外部的干涉，那么美国就可以采取措施，消除

这些干涉。这种“代言”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性的姿态，就会造成以“不干涉”“反干涉”的

名义进行干涉。这种话术形成习惯了，就会到处留痕。比如说，我们知道拜登最近见了普京，他

想给俄罗斯上一课，于是就说俄罗斯受到了中国的“挤压”，这让我们忍俊不禁，但联系“门罗

主义”话语传统来看，这样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 

但美国的干涉又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往往跟美国资本的扩张需求关联在一起。资本是一种悄

无声息跨越空间边界的力量，它诉诸主体的自由选择，推进那些阻碍资本扩张的社会关系网络和

习俗的解体；而当它遭遇到当地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的时候，“干涉”的政治需要就出现了。只

要我们研究一下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在拉美的经营史和美国对拉美国家

的干涉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够理解干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门罗主义”对美国当代的国际政策具有怎样的内在影响呢？仍然可以从区域和全球两个

层面来看。在区域层面，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经在拉丁美洲大讲“门罗主义”，大

肆干涉拉美国家内政，排斥中国、俄国与该区域国家的正常交往。拜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特朗普政府针对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话语，但在实践层面，很难逆转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既有

拉美政策，在行动上更是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正常交往的排斥。而如果从

全球的层面来谈“门罗主义”，可以说特朗普赤裸裸的“美国优先”话语和外交上的单边主义，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门罗主义”思维方式在全球空间中的适用。毕竟，公开地鼓吹自私自利（而

非将自己的私利包装成为普遍利益），对盟友锱铢必较，不利于打造一种关于全球秩序的同质性

话语。但我们也要看到，在 2020 年下半年，特朗普政府也开始打意识形态牌，试图联合一些盟

友来围攻中国，“五眼联盟”中的一些国家应声而动。拜登政府摈弃了赤裸裸的“美国优先”话

语，试图用一种“拉帮结派”式的“多边主义”，将西方阵营联合起来，将“国际社会”界定为

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体系，将中国作为一种异质性因素加以排斥。 

不过，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有一个共同点：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美国高速扩张阶段在政治

与经济之间的二分，这种划分当年有助于掩护美国资本在别的国家和区域攻城略地。但今天的美

国担心自身的经济霸权不再稳固，这种划分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利于美国资本的国际竞争了，于是

取而代之的就是将经济政治化的策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正常经贸交往，纷

纷被作了“有罪推定”，从“危害国家安全”、“债务陷阱”到“强迫劳动”、“环境污染”、

“知识产权盗窃”，不一而足。过去美国讲“自由贸易”的时候，就说中国贸易不自由，是个异

类；现在美国缺乏底气讲“自由贸易”了，就说中国贸易不公平，仍然是个“异类”。但是，美

国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一贯的，就是要垄断对于全球秩序规则的解释权，然后先声夺人，把其认定

的对手描绘成为规则的破坏者，以防卫的名义来进行攻击。 

第四问 

这本书提到了很多历史上的“国际法”或“公约”，比如拉丁美洲的区域国际法，比如《巴
黎非战公约》，等等。这些所谓的“国际法”“公约”与“门罗主义”有什么样的关联？其背后
蕴含着怎样意识形态？ 

章永乐：“门罗主义”与国际法的关系是《此疆尔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大致可以说，在美

国确立西半球霸权之前，美国执政精英比较倾向于宣传“门罗主义”是一个国际法原则。在 1895
年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界纠纷中，美国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ney）向英国发出照会，

宣称美国与美洲各国“地理相近”，具有“自然的同情心”和“同类性质的政府”，因而结成联

盟，根据“门罗主义”原则对所有西半球国家提供保护。美国在这时候说“门罗主义”是美洲国

际法的基本原则，有利于从美洲空间排斥欧洲列强。在美国通过处理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

界纠纷确立起西半球霸权之后，美国政府的立场迅速发生转变，对“门罗主义”的定位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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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原则”转向“外交政策”。1923 年，哈定政府的国务卿、国际法学家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Charles Evans Hughes）撰文明确指出：“门罗主义体现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保留了

定义、解释和实施的权力。” 

美国执政精英这个转向背后，隐藏着非常冷静的利益计算。在确认欧洲列强已经难以实质干

涉西半球事务后，再继续宣传“门罗主义”是一个国际法原则，就会束缚美国自己打造区域霸权

的手脚，因为拉丁美洲国家有可能去争夺它的解释权。在对“门罗主义”的阐释上，尤其涉及到

主权平等与不干涉问题，美国的法学家与一些拉美法学家始终存在着路线上的分歧，前者仅主张

一种形式上的主权平等，并反对后者的绝对不干涉主张，从而为美国干涉美洲各国内政保留法律

上的空间。国际法学家出身的休斯对“门罗主义”的性质界定，背后就是这样一个话语斗争的背

景。 

在越来越多介入全球事务的背景下，美国会尽可能避免让签订的条约束缚自己在拉丁美洲的

行动自由。比如说美国政府对 1899 年和 1907 年在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上签订的两项《关于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的公约》都作了保留，称“上述公约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可被解释为暗示着美利坚合

众国放弃了其对纯粹美洲问题的传统态度。”在 1899 年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上，鼓吹“海权论”

的马汉作为美方代表，强烈主张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的管辖权不应及于那些“纯粹美洲”（Purely 
American）的问题。1919 年各国在巴黎制定《国际联盟盟约》时候，威尔逊总统往里面塞了第

二十一条，规定“国际协议如仲裁或区域协商类似门罗主义者，皆属维持和平，不得视为与本盟

约内任何规定有所抵触”，这实际上就排除了国联对许多美洲事务的管辖。1928 年，美国国务

卿凯洛格（Frank B. Kellogg）推动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又称《巴黎非战公约》）的签署，

公约第 1条规定：“缔约各方以它们各自人民的名义郑重声明，它们拒斥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

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1928 年 7 月 14 日法国对于美国

致各原始签字国的同文照会发出的复照中主张：“新条约并未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妨害自卫的权

利。在这方面，每一国家均将永远保有其领土不受攻击或侵犯的自由；只有各国自己才有权决定

情况是否必需诉诸自卫战争。”而美国将维持“门罗主义”作为其“自卫权”的内容，英国也提

出了要维护自己遍布全球的帝国领地，这通常被称为“英国门罗主义”。 

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经常基于“门罗主义”对国际条约提出保留，而在美国比较强势的情况

下，甚至能够直接将“门罗主义”的实质内容写入一些国际条约的正式条款之中。美国认为只有

它自己才能解释“门罗主义”，其他国家无权置喙，这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上做“决断者”

（decider）的姿态。什么叫“决断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说：“我们

说了算，并不是因为我们一贯正确；我们一贯正确，是因为我们说了算”（“We are not final because 
we are infallible, but we are infallible only because we are final”）。这就是“决断者”的姿态。在美

国确立全球霸权之后，它给自己保留的“决断”事项就更多了。如果我们要找到帝国主义-霸权

主义在国际法上的具体表现，美国基于“门罗主义”展开的条约实践，就是非常生动的例子。 

第五问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锐老师在书评《门罗主义变形记》中将你的三本专著《旧邦新造》《万
国竞争》《此疆尔界》称为“重估近代秩序的三部曲”。这三本书似乎有一个一贯的关照，就是
通过思考近代中国来思考当下的中国，甚至是未来中国的道路。那么激发您写作这本书的当代问
题是什么？对于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国际处境，有什么样的展望？ 

章永乐：我关心的还是我们当下面临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走向。我们可以明显感

觉到，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所确立的单极霸权，已经不再是不言自明了。美国的科技霸权在某些领

域已经动摇，金融霸权因美联储滥发货币而日益不得人心，但其军事霸权仍然相当强大，意识形

态仍对西方盟友具有一定感召力，但已经没有力量将 G7 转化为反华同盟。历史上美国受到德国、

日本、苏联的挑战，所以它也会用它的历史经验来理解中国复兴带来的冲击。而德国与日本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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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挑战美国时，模仿了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美国一些精英将中国的南海政策、“一带一路”

倡议称为中国的“门罗主义”，反映的正是担心中国“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的心态。 

《此疆尔界》要揭示和回应的正是这种“以己度人”的心态。美国“门罗主义”的基本思维

方式是划出一个连续的空间、界定内部的同质性、然后排斥异质性的因素，但“一带一路”并不

是这样的思路。“带”和“路”指向的不是有确定边界的封闭空间，而是连接不同空间的通道。

“一带一路”倡议也不遵循“英国门罗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于大英帝国的领地遍布全球，“英

国门罗主义”并不是划定一个连续的空间并界定其内部的同质性，其重点在于以全人类利益的名

义论证英国对于一系列交通枢纽（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的合

理性。但是，英国当年控制的交通枢纽，哪一个是在中国的控制之中呢？“一带一路”首先是承

认文明与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进而通过“路、带、廊、桥”，在多元文明之间达成“互联互通”，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一倡议中包含了

经济金融层面的积极合作，但并非是用从经济社会关系中“脱嵌”（disembedded）的资本力量，

来“夷平”充满重叠性、多样性、流动性的区域秩序。中国有不少“走出去”的企业，但没有哪

个能像美国当年的“联合果品公司”那样呼风唤雨的。美国炒作“债务陷阱”等议题，恰恰是用

它当年在“门罗主义”之下推行的“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经验来描绘中国的实践。 

当年的德、日精英以美国“门罗主义”为榜样，划定区域霸权的势力范围，并尝试用一套以

区域“大空间”而非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法，将区域霸权格局固定下来。中国主张的“多极

化”路径与此大相径庭。中国一方面坚持主权国家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张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是“走美国的路，让

美国无路可走”的姿势么？美国在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基础之上建国，到今天也不过是 3 亿多人

口，从全世界汲取资源、财富和人才，向全世界转嫁发展成本，但仍然难以克服其内部巨大的社

会分化与对立，14 亿人口的中国走得了这样的道路么？真的愿意走这样的道路么？20 世纪以来，

中国在努力探索一条不对外侵略和殖民，依靠本国人民自立更生和自主性对外开放，耗费尽可能

少的资源，实现绝大多数人的现代化的道路。走通这样的道路，才有可能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

同时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感召力和辐射力。 

但是，许多美国精英既然认定中国要“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中国作为被攻击的

一方，光靠辩白也改变不了什么。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推进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

舆论战，试图修改国际规则，尽可能让中国发展得慢一些。而我关注的是在这一背景下空间秩序

的新的变化，比如说，许多区域和国家都在寻求建立更可靠安全的供应链，一些新的“准入门槛”

正在出现；数字基础设施（如 5G 网络）用哪个国家的科技，适用谁的技术标准，变得非常敏感；

互联网秩序中在进行着“数据帝国”与“网络主权”的斗争；金融秩序中正在进行着美元霸权与

“去美元化”的斗争。这些标准和管辖权之争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地缘政治，与更为抽象的空间观

念关联在一起。由于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相似位置，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的斗争时，在实现

自身国家利益同时，也能够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互通声气，共同保护发展权。 

第六问 

完成了这三部曲之后，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写作计划是什么呢？ 
章永乐：在写作《此疆尔界》之前，我正在尝试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的内外关系作为

切入点，探讨二十世纪国际法/国际秩序与国内宪制的关系。之前提交给法国南特高研院的也是

这个研究计划。“门罗主义”是个意外出现的研究议题，结果在一段时间里反而变成了我的主业。

写完《此疆尔界》之后，我正在回到原来的这个研究计划，最近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发现“二

十世纪之宪法”》，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在欧洲的影响之下出现的“二十世纪之宪法”

的观念。我的近期计划是写一本书，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际秩序的剧变给中国的国内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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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相应的秩序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我的中国宪法史研究过去比较多聚焦于晚清与北洋时期，

以后会慢慢地往后面走，进入到对国民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讨。 

此外，我也在写作一本关于“帝国理由”的书，梳理近代以来的殖民帝国的精英们为帝国扩

张和统治进行辩护的各种理由。我在北大开了一门本科生课程来探讨这个主题，已经讲过三次，

每次都比上一次增加一些内容。我想以讲课为契机，把这本书写出来。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遭

遇了许多污名化攻击，有一些话语实际上是从近代殖民帝国的话语中衍生出来的。我想，如果能

有更多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对殖民帝国的继承者们作出回应，同时也有助于我

们和许多曾经饱受殖民主义之苦的发展中国家找到更多的共同话语，共同捍卫发展权。 

第七问 

《此疆尔界》每章开头都有一首诗，与内容暗暗呼应；全书开篇还引用了海子的《亚洲铜》。
我们也知道您特别喜欢诗歌，有一个笔名叫“海裔”，最后能否请您分享一位自己最爱的诗人和
一首自己的小诗。 

章永乐：我大概是从初中开始涉足现代诗阅读和写作的。读得比较多的，有荷尔德林、里尔

克、叶芝、顾城、海子、欧阳江河，等等。但谈得上多少有点研究心得的，可能还是海子的诗。

海子是北大法学院 1979 级本科生，是我的学长；我还认识好些当年和海子有交往的前辈老师，

比如张旭东老师、苏力老师——苏力老师 1980 年就在《诗刊》第 6 期发表诗歌《云海上》，而

海子第一次在《诗刊》发表诗歌是 1988 年。在我看来，海子是一个北方化了的南方人，一个被

中国的游牧文明和内陆边疆深深吸引的农民子弟；海子的诗歌是对中国地理空间的精神书写，他

歌唱了中国的丘陵、平原、河流、草原、雪山、沙漠、戈壁、绿洲、高原湖泊，歌唱了在中国的

土地上看到的太阳、月亮和星辰。他对“建筑祖国的语言”（语出《祖国，或以梦为马》）的执

着，感召着后人。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我从事的何尝不是“建筑祖国的语言”的工作呢？

只不过这里的语言首先是历史叙事的语言、理论的语言。 

2019 年 9 月 13 日（中秋节）于北京 
 
 

 
【网络文章】 

王赓武谈他的家与国 

上海书评 https://mp.weixin.qq.com/s/pZskZTIXodcmlTF1M0r7Yw（2021-6-20） 
 

王赓武，1930 年生，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广泛涉猎东南亚史、海洋史、中国近现代史、海
外华人史等领域的研究，有多部重要著作问世。历任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文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香港大学校长。自港大荣休后长居新加坡，对东南亚研究院、新加坡国
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及东亚研究所等机构有推进之功。2020 年，王赓武获颁第四届“唐
奖·汉学奖”，及新加坡“特功勋章”。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部回忆录——
《家园何处是》与《心安即是家》。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毛升博士最近代表《上海书评》采访了
王赓武教授。 
 

您生在印尼泗水，在马来亚怡保长大。但父母从小就对您说，您是中国人，随时准备回到中
国。这种教育曾经困扰过您吗？ 

王赓武：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父母的回国计划，也把为我回国生活做的准备看成自然而然。

1936 年，我们回到中国（当时还是中华民国）待了几个星期，又走了。我听说，我的祖父母要


